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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旨扬镈与韩国世系校正∗

马　 超　 　 　 邹 芙 都

摘　 要：从器形考证，旨扬镈应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器。 镈铭所见人名有“韩告公”及其子“旨扬”，“韩告公”之
“韩”应指东周以后的晋国韩氏。 铭文中的“旨扬”应读为“启章”，是韩武子私名，据此则知“韩告公”当即韩武子之

父“韩康子”。 “告”与“康”二字在战国及秦文字中写法相似，史书“韩康子”之“康”很可能是“告”字形似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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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岗村刺墩遗址出土有一件具铭的青铜镈，曾先后

著录于 《肥西县志》①、 《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

器》②、《安徽商周金文汇编》③等书，现藏肥西县文

物管理所。 镈通高 ２７．３ 厘米④，口长径为 １８．６ 厘

米，重 ４．９ 千克，共有铭文 ４ 行 １５ 字，铸于正面钲部

和两侧铣部⑤，参照诸家意见，其释文当为：韩告公

之子（左铣） ／旨扬择 ／其吉金，（钲部） ／以铸祭钟。
（右铣）⑥。 该器形制为镈，而自名为“钟”，与已见

于著录的宋公戌镈⑦、滕侯赇镈⑧、蒍子受镈⑨等一

致，这是由于镈属于广义的钟类。⑩据铭文可知器主

为“旨扬”，身为“韩告公”之子，器乃专为祭祀所作，
可命名为“旨扬镈”。 铜镈铭文所见“韩告公”与“旨
扬”这对父子，对于研究东周时期韩国的世系具有

重要价值，可以校正传世文献之误。 本文即拟对此

试做讨论，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旨扬镈年代考证

最早著录旨扬镈信息的《肥西县志》称其为“青
铜镈钟”，关于年代则仅言为“春秋时代乐器”，此

后的《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与《安徽商周金文

汇编》两书均承袭此说，同样是笼统地将其时代定

为“春秋”，而没有进一步地细化考证。旨扬镈的

器形照片和拓本等资料已见于上述著录中，《肥西

县志》虽未刊布器形和铭文资料，但却对其形制有

过详细描述：伏兽形扁钮，由八条螭兽成双对峙组

成。 篆部、舞部和隧部饰蟠虺纹，鼓部两侧各伸出三

条弯曲向前平视的三兽首，１８ 只螺旋形小圆枚分三

排缀于两边篆间，枚间无地纹，镇部呈梯形。

旨扬镈在形制上突出的特点为：没有扉棱，两侧

斜直外张，以多条相交的螭龙纹为钮，并饰以螺旋纹

形枚。 按照《中国青铜器综论》对青铜镈的分类，旨
扬镈当属于其中的Ⅴ式镈。 此类镈的特征是：中腰

不外鼓，两侧近直或微斜直外张。 或上部微收敛，鼓
中下部微斜直外张。 钲部仿钟体而具篆、枚，舞上部

多以透雕状的勾联的双龙或多条龙为钮，无扉棱。
标本有河南叶县旧县 Ｍ４ 所出镈（Ｍ４：８），山西太原

金胜村出土的铜镈（Ｍ２５１：２０３），山西潞城潞河所出

铜镈（Ｍ７：１１），汲县山彪镇所出铜镈（Ｍ１：９），还
有河南淅川和尚岭出土的蒍子受镈以及安徽寿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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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蔡侯申镈等。
河南叶县旧县 Ｍ４ 所出铜镈，有蟠龙纹复式

纽，铣部向下渐阔，于口接近平齐。 正背面分别饰

相对称的四组 ３６ 颗螺旋形枚，枚间篆部饰蟠螭纹，
复纽的龙身上刻有细致的雷纹。 据同墓所出许公宁

戈（Ｍ４：１０９）等器，知墓主当为许公宁也即文献记载

中的许灵公，于公元前 ５９１—前 ５４７ 在位，故此墓葬

年代属于春秋晚期偏早。

蒍子受镈舞上有两条夔龙纹组成的钮，篆间有

螺旋形枚，每面 １８ 个枚，正背面共有 ３６ 个枚。 镈口

近平。 舞部饰蟠螭纹，篆带饰三角形云纹或夔龙纹，
正鼓部饰蟠龙纹。镈铭开篇记时“唯十又四年三

月，月唯戊申，亡作，昧爽”，李家浩先生曾指出，“十
又四年”为某位楚王的纪年，“月唯戊申”的“月”意
为“月朔”，胡长春先生与笔者又补充论证“亡作”
一词当读为“荒落”，是《尔雅·释天》所言：“太岁在

寅曰摄提格。”“在巳曰大荒落”中“大荒落”的省称，
并据此推算出镈铭所记当是楚康王十四年，也即公

元前 ５４６ 年。

蔡侯申镈钮部由多条相交的蟠螭纹组成，正背

两面各有 １８ 个低矮的螺旋纹形枚，舞部、篆间、鼓部

饰以蟠螭纹，两侧斜直。 陈梦家先生最早指出寿县

蔡侯墓墓主应为蔡昭侯，后经裘锡圭、李家浩先生

对蔡侯之名“申”字的考证，使此说成为定谳，蔡
昭侯于公元前 ５１８ 年———公元前 ４９１ 年在位，属春

秋晚期晚段。
除此以外，见于著录的还有几件与旨扬镈形制

接近的出土铜镈，虽不具铭文，但通过器形与墓葬资

料等内容亦可推知其大体年代，以作参证。 如：山西

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铜镈，钟体正视呈梯形。 纽饰作

两夔龙相对峙衔梁状。 舞饰蟠螭纹。 钲部篆带上下

及两篆间各有团身螭兽形枚突，正背共 ３６ 枚。 两鼓

面饰夔龙夔凤纹，墓葬年代属春秋晚期。山西潞城

潞河所出铜镈，纽呈伏兽状，平于，枚呈泡形，上浮雕

盘龙纹，篆间饰云纹，鼓上饰回纹，墓葬年代为战国

初期。汲县山彪镇所出铜镈，复钮直悬，舞饰蟠虺

纹，篆饰回字纹，鼓饰饕餮纹，其时代为战国早期。

综上可知，旨扬镈所属的Ⅴ式铜镈可考定的年

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因此若从器

物形制的角度来推论，旨扬镈的年代也应大致处于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间段内，这是我们探究

镈铭相关史实的重要线索和前提条件。

二、旨扬镈的国族归属

镈铭中器主“旨扬”自称为“韩告公之子”，则其

属韩氏无疑，据传世文献记载西周封国中有一韩国。
《诗经·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

其道。 韩侯受命，王亲命之。” 《诗序》云：“《韩奕》，
尹吉甫美宣王也。 能锡命诸侯。”此诗是宣王时期

即有韩国的明证。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邘、
晋、应、韩，武之穆也。”又襄公二十九年：“虞、虢、
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是知西周之韩国

当为武王之后，属姬姓。
除传世典籍以外，在近几年刊布的金文资料中

亦发现有西周韩国点滴史迹，弥足可贵。 ２０１４ 年冬

陕西岐山县京当镇贺家村北墓地，出土有数件器主

为昔鸡的铜器，其中的昔鸡簋铭文称：“王 （姒）
呼昔奚（鸡） （迓 ／御）艿姞于韩，韩侯宾用贝、马。
敢扬王休，用作尊彝。”

据有关研究成果，铭文所记乃是：王姒命昔鸡前

往韩国迎接艿姞，韩侯赐给昔鸡贝和马，昔鸡称扬王

的恩宠，铸作宗庙祭器。 “艿姞”应是即将嫁入周

王室的女子。 《左传》文公四年：“逆妇姜于齐，卿不

行，非礼也。”郑笺：“礼，诸侯有故，则使卿逆。”簋

铭中的昔鸡正是为周王到韩国去迎妇的使者。 此

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还公布有一件以

往未见于著录的垣伯丰鼎，铭文为：唯十月既生霸甲

辰，在成周，史至，以兹令曰：内史曰：“告垣伯，
（嗟），伯氏宕。 卿事辞曰：‘仑（论）。’今我既即令

曰：‘先王令尚付。’”垣伯丰作宝肆彝。

鼎铭“垣伯”之“垣”原从庸、倝声，谢明文先生

将其读为韩国之“韩”，认为这位“垣（韩）伯”乃武

王之后。 昔鸡簋的年代属于西周中期前段，垣

（韩）伯丰鼎的时代则是西周早期，此二器是目前出

土文献所见时代最早的西周韩国史料，证实了韩于

西周早期即已立国的史实，铭文中出现的“韩伯丰”
与“韩侯”，则是先后在位的两位韩国君主。

西周之韩国虽已数见于传世文献以及铜器铭

文，但是关于其地望问题学界却一直存有争议，大致

可分为河西说，即陕西韩城说；河东说，即山西河津、
万荣说；河北说，即河北固安说；此外还有迁徙说，包
括河北迁往河西、河西迁往河北两种意见；甚至有学

者提出过西周应有两个姬姓韩国，以调和文献中有

关韩国地望的矛盾。 诸说各据典籍勾稽为证，莫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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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韩分二国之说同样难以令人信服，有关问题

的解决，仍有待于将来。
与地望问题的扑朔迷离不同，西周韩国的灭亡

时间则是史有明载、学界观点较为统一的。 《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

姓也，晋是以大。 若非侵小，将何所取？ 武、献以下，
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又《左传》桓公三年：“曲沃武

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

隰，骖絓而止。”沈长云先生指出此《传》文表明其

时（引者按：指晋武公时）韩万已受封得姓，而灭韩

更在此以前，即鲁隐、桓之世。也就是说，作为武王

之后的姬姓韩国其灭亡时间应在春秋早期。
西周韩国被晋灭亡以后，晋人又封其后裔于韩

原，此即春秋时期也即后来三家分晋的那一支韩氏。
《史记·韩世家》：“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 其后

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 武子后三世有韩

厥，从封姓为韩氏。”又《世本·氏姓篇》：“韩氏，
出自唐叔虞之后，曲沃桓叔之子万食采于韩原，因氏

焉。”前文已述，从器形上看旨扬镈的年代可以推

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段内，此时西周韩

国早已为晋国所灭，镈铭中“韩告公”“旨扬”这对父

子，只能是被晋国封于韩原的韩武子之后。

三、旨扬镈铭文与韩国世系校正

《史记·韩世家》对东周韩氏的世系有着详细

记载，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情况如下：“武子后三世

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

献子”。 “晋悼公之七年，韩献子老。 献子卒，子宣

子代”。 “晋定公十五年”，“宣子卒，子贞子代立”。
“贞子卒，子简子代。 简子卒，子庄子代。 庄子卒，
子康子代”。 “康子卒，子武子代”。 “十六年，武子

卒，子景侯立”。 “九年”，“景侯卒，子列侯取立”。
“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 “十年，文侯卒，子哀

侯立”。 “六年，韩严弒其君哀侯。 而子懿侯立”。

此韩氏之世系亦见于《世本》：“桓叔生子万，万
生赇伯，赇伯生定伯简，简生舆，舆生献子厥，献子生

宣子秦，宣子生平子顷，平子生简子不信，简子生庄

子庚，庄子生康子虎，康子生武子启章，武子生景子

虔，始立为诸侯，景子生武侯取，武侯生文侯，文侯生

哀侯，哀侯生懿侯 。”

另据《集解》《索隐》与《正义》，宣子名起，贞子

名须，简子名不佞，康子名虎，康子之子武子名启

章，景侯（或称“景子”）名处，懿侯名若山。 《史记》
所记个别韩氏君主谥号或私名与《世本》有所不同，
二者存有相互冲突之处，表明传世文献在韩氏世系

的记载上原本既已存有不足和尚不明确之处。 此

外，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认为，“然则其时

韩君实止两人，一名虔，即景子。 一名取，即《史记》
之所谓列侯与文侯，亦即《世本》之所谓武侯也。 战

国时一君两谥三谥者颇有之。 如韩宣惠王即威侯，
楚顷襄王又称庄王。 则《史记》之韩列侯、文侯，与
《世本》之武侯，实即《纪年》之列侯一人也。 今《史
表》分作两人者，盖亦由其称侯改元而误”。 此说

合《史记》“列侯” “文侯”与《世本》 “武侯” “文侯”
为一人，试图弥缝文献中的冲突，可备参考。 韩献子

死于晋悼公七年，当公元前 ５６６ 年，为春秋晚期，哀
侯在位六年被杀，杨宽先生曾据《竹书纪年》考证其

当卒于周烈王二年，亦即公元前 ３７４ 年，此时已进

入战国中期。
前文已经论证旨扬镈所载“韩告公”与“旨扬”

父子应属《韩世家》这支韩氏，“韩告公”为谥称，“旨
扬”为私名，典籍记载中从韩献子至韩哀侯，韩氏君

主均为父子相传。 但奇怪的是，无论是在《史记》还
是《世本》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韩氏君主中并

没有一位“告公”，即使是将范围扩大至《史记》 《世
本》等文献所见的整个春秋和战国时期的韩氏世系

资料，也同样没有发现“告公”的影子。
然而《史记》 《世本》 均言韩武子名启章，“启

章”与“旨扬”上古读音十分接近，完全可以相通。
启属溪纽脂部，旨属章纽脂部，从旨谐声的字有

“稽”，则属溪纽脂部，与“启”字声韵全同，《国语·
吴语》：“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韦昭注：“唐尚书

云：‘稽，棨戟也。’”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 言

“稽”假借为“棨”，启为“棨”字声符，《说文·木

部》：“棨，传，信也。 从木启省声。”可证旨、启音

近。 扬从昜声，章、昜均属阳部，章为章纽，昜为喻

纽，同属舌音。 章、喻二纽关系密切，如：“戴”字从

异得声，其在史墙盘中的异体叠加“职”为声符，
而在楚简中还有写作从首从之声的异体，“异”属
喻纽，而职、之二字则均属章纽。 《尚书·洪范》“俊
民用章”，李善注《文选·奉答内兄希叔诗》引作“畯
民用康”，“章”“康”互为异文，楚叔之孙朋鼎自名

为“ 鼎”，“ ”，从“康”声，学界已公认其字应读

为“汤”，亦足以说明“章” “昜”音近。 由上可知，
６４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从语音通假的角度来看，镈铭“旨扬”读为“启章”是
很合适的。 不同文献所载的韩氏君主私名音近通

假，是已有先例的，如《史记》韩贞子，《世本》作“平
子”，《史记》言简子之名为“不信”，《世本》则记为

“不佞”， “贞” （端纽耕部） 与 “平” （並纽耕部），
“信”（心纽真部）与“佞”（泥纽真部）均属通假关

系，镈铭之“旨扬”和典籍之“启章”与此同例。
若“旨扬”即是韩武子“启章”，那么镈铭中“韩

告公”所对应的就是《史记·韩世家》等所载的韩武

子启章之父———“韩康子” （名虎）。 “韩”为氏名，
“告公”“康子”均为谥号，称“公”或“子”只是尊荣

程度的不同，后代称先祖为“公”有故意拔高其祖先

身份地位的目的。 朱凤瀚先生在讨论西周封君称谓

时就曾指出过，畿外封国始封君生称“侯”者，卒后

常被尊称为“某（国名） 公”，其性质近同于谥名。
“公”在尊贵感上确要强于“侯”，故才有此追称。

“韩康子”死后，其子“旨扬”尊称其为“公”是易于

理解的。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镈铭“告公”之“告”，何以

《史记》《世本》写作 “康”？ 首先要说明的是，告字

上古音属见纽觉部，康字则属溪纽阳部，二字声纽虽

近，同属牙音，但韵部却相差较远，所以两者不会是

音近相通。 排除了告、康通假关系之后，我们认为

“告公”与“康子”之间的关系应有两种可能。 《韩世

家》与《世本》虽均明载“康子”生“武子”，但是典籍

中关于韩康子灭知（智）氏（前 ４５３ 年）以后的生平

却记载不详，《韩世家》在“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

败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于诸侯”之后，紧接着就

说“康子卒，子武子代”（前 ４２４ 年），这样看来，从康

子败知伯至武子即位之前的韩氏历史，在《史记》记
载中存有近二十九年的空白。 那么“康子”与“武
子”之间原有一代君主———告公，而典籍失载的可

能性似乎是可以考虑的。 若依此说，则镈铭中的

“韩告公”就应当是韩康子之子，韩武子之父，这是

“告公”与“康子”关系的第一种可能。
此外，在战国文字以及秦文字中告、康二字上部

均有大致作“ ”形的偏旁，下部、中部又分別大致

作“口”“田”之形，字形上有一定的相似度，所以

“告公”与“康子”关系的第二种可能就是：史书所载

“韩康子”之“康”或是“告”字的传抄之误。 在文献

记载中韩贞子之名或作须或作顷，景侯之名或作虔

或作处（處），同属于字形上的形近讹误。 此外，秦

骃玉牍中的人名“骃”，李学勤先生已指出应即

《吕氏春秋》高诱注、《后汉书·西羌传》以及《史
记·秦本纪》索隐等文献所说的秦惠文王“驷”，典
籍之“驷”乃“骃”之形误。再如《史记·秦本纪》
《十二诸侯年表》等所载的“秦宁公”之“宁”，据宝

鸡出土的秦公钟知当是“宪”字之形误，上述例

证皆可说明古书在记载人名时的形近讹误现象。
合观以上两种推论，相较于将“韩告公”视为韩

康子与韩武子之间的一代典籍佚记的韩氏君主，我
们更倾向于认为“韩告公”即是典籍中的韩康子，而
“康”为“告”之误字的这种可能，这主要是基于告、
康在写法上确实较为形似，而“韩告公”为佚记韩君

的推想尚缺乏更多证据的角度来考虑的。 史载韩康

（告）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败知伯，事在公元前 ４５３
年。 韩武子于前 ４２４ 年即位，前 ４２３ 年伐郑，杀郑幽

公，在位 １６ 年，于前 ４０９ 年去世。 此二人的生活年

代均主要集中在战国早期，这与从类型学角度推测

出的旨扬镈所属时代正相契合。

四、结语

西周早期周王室分封有姬姓韩国，此国于春秋

早期既已被晋国所灭，故镈铭“韩告公”之“韩”只能

是被晋国封于韩原的那一支韩氏。镈铭“韩告公”
不见于传世文献所载的韩氏世系资料，然而“旨扬”
却与韩武子私名“启章”音近可通，以此为基点，金
文之“韩告公”正当对应《韩世家》《世本》所载的韩

武子之父“韩康子”，“康”在战国以及秦系文字中与

“告”字在形体上存有一定的相似度，由此可以推

测，史载“韩康子”之“康”当是“告”之误字。 《史
记·韩世家》《世本》等传世文献对韩国世系的记载

可能有误，典籍之韩康子本当为韩告公，而韩武子之

名又本写作“旨扬”，文献记为“启章”，乃借字。

注释

①肥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肥西县志》，黄山书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５２４ 页。 ②陆勤毅、宫希成主编：《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

器》，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９０、１９１ 页。 ③孙合肥：《安徽商周金

文汇编》，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８０、１８１ 页。 ④《肥西县志》

云铜镈通高为 ２６．８ 厘米，此据《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所载。 ⑤

《肥西县志》言其铭文为阴刻，《安徽商周金文汇编》从之，而《安徽江

淮地区商周青铜器》则说为“铸有”，细看铭文，当以后者为是。 ⑥

《肥西县志》未对镈铭进行释读，《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与《安

徽商周金文汇编》释文一致，只是在个别文字隶定上有严格与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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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将旨扬之“旨”括注为“稽”，未
解释缘故，《安徽商周金文汇编》从之，本文则不取此说。 此外，为便

于排版，文中所引青铜器铭文资料的释文均从宽。 ⑦⑧⑨吴镇烽

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第 ２９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７１—１７６、１７７、２０１—２３４、３６３—３７６ 页。 ⑩朱凤瀚：《中
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５ 页。 
陆勤毅、宫希成主编：《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９１ 页；孙合肥：《安徽商周金文汇编》，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８１ 页。 “镇”当是“钲”字之误。 “纽” “钮”二字通

用，此处《发掘简报》称“纽”，本文仍其故，下文同此。 平顶山市文

物管理局、叶县文化局：《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
物》２００７ 第 ９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淅川县博物馆编著：《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第 ７０ 页。 李家浩：《夫 申鼎、自余钟与 子受钟铭文研

究》，《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李家浩卷》，安徽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５—４０ 页。 马超、胡长春：《薳子受铜器铭文“亡
作”试解及其年代推断————楚历建丑说新证》，《四川文物》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１９５６ 年第 ２
期。 裘锡圭、李家浩：《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里的几个字》，《裘锡

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５４—６０ 页。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金

胜村 ２５１ 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 １９８９ 年第 ９ 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晋东南地区文化局：《山西省潞城县潞

河战国墓》，《文物》１９８６ 年第 ６ 期。 郭宝均：《山彪镇与琉璃阁》，
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第 ７０—７３ 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

诗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２２９ 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

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９４４、４３５５ 页。 “鸡”
或省作“奚”。 张天恩主编：《陕西金文集成》第一集，三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第 ４８—５１ 页。 学界有关簋铭释读意见的讨论参马超：
《近出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西南大学中国史流动站 ２０１９ 年

博士后出站报告，第 １４０—１４５ 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

左传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９９５ 页。 “艿姞”依据金文女性

称名规则，应是出自姞姓艿地的女子。 昔鸡于韩国迎接艿姞，则韩地

应在宗周与艿地往来的顺道途中，至于其与韩国是否毗邻以及距离

的远近，则尚不可知。 有学者据“艿”地以推求韩国地望（武刚：《周
原出土昔鸡铜簋与西周韩国封建问题新证》，《历史地理》第三十八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９—４７ 页），此说是建立在假设艿、
韩临近的基础之上，仍恐证据不足。 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

文暨图像集成》第 ５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４７ 页。 谢

明文：《释西周金文中的“垣”字》，《商周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６５—２７０ 页。 诸说详情及其评述参杨亚长：《浅说

金文新见之韩侯》，《文博》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武刚：《周原出土昔鸡铜

簋与西周韩国封建问题新证》，《历史地理》第三十八辑，复旦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９—４７ 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

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３５５、３７９２ 页。 沈长云：《西周二韩

国地望考》，《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２ 年第 ２ 期。 司马迁：《史记》，中
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２５９、２２５９—２２６３ 页。 秦嘉谟等辑：《世本

八种》，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 年，第 ２２３、４９ 页。 《世本》作“平子”。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６６ 页。 杨宽：
《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６５ 页。 徐元

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年，第 ５４８ 页。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年，第
５９２ 页。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１９６３ 年，第 １２４ 页。 吴

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２５ 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５９９ 页。 周忠兵：《说古文字中的“戴”字及相关问

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６４—３７４ 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６ 年，第 １２１５ 页。 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

成》第 ３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９９ 页。 李零：《楚国铜

器类说》，《江汉考古》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 “佞”或有学者归入耕部，
此采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３０３ 页）之说，归入真部。 朱凤瀚：《关于西周封国君主称谓的几点

认识》，《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

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７９
页。 告、康二字的写法参徐在国、程燕、张振谦编著：《战国文字字

形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３２、９９７ 页。 秦骃玉牍又称

秦玉牍、小子骃玉牍、曾孙骃玉牍等，见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

文暨图像集成》第 ３５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５５—４５８ 页。
李学勤：《秦玉牍索隐》，《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吴

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２８ 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５４９ 页。 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

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１９７８ 年第 １１ 期。 先秦时期铜器流散

现象常见，其原因多样，如战争、馈赠、族群迁徙、通婚等等，韩氏铜器

旨扬镈为何出土于安徽肥西，暂时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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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ｇ＂ ． Ｔｈｅ ｓｕｒｎａｍｅ ｏｆ ＂Ｈａｎ Ｇａｏｇｏｎｇ＂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Ｊ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
Ｚｈｉｙａ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ａｄ ａｓ ＂Ｑｉｚｈａｎｇ＂ ，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Ｈａｎ Ｗｕｚｉ′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ｎａｍｅ． Ｊｕｄ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Ｈａｎ Ｇａｏｇｏｎｇ＂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ｔｏ＂Ｈａｎ
Ｋａｎｇｚｉ＂ ，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Ｈａｎ Ｗｕｚｉ．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Ｇａｏ＂ ａｎｄ ＂Ｋａｎｇ＂ ｗｅ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 Ｋａｎｇ＂ ｉｎ ＂Ｈａｎ Ｋａｎｇｚｉ＂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ｏｏｋｓ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ｌｙ ｓｐｅｌｌｅｄ ａｓ ＂Ｇａｏ＂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Ｚｈｉｙａｎｇ Ｂｏ；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ａｎ； Ｈａｎ Ｇａｏｇ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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